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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权衡是决策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情绪性权衡困难是指决策者在对与价值目标相关的特性进行权衡

时会产生负性情绪，从而在情感上难以对不同的特性进行权衡。在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认知努力最小

化、准确性最大化与负性情绪最小化标准共同影响决策行为，表现出不同于低情绪性决策行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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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决策过程中，当可选项有多个特性，而又没有一个在所有特性上都优于其他选项的主

导选项（dominating option）存在时，决策者若要提高一个特性的值，往往需要以牺牲另一

个特性为代价，此时，决策者必须对不同特性进行比较，决定孰轻孰重，并将不同特性的值

互相转化，即进行权衡（tradeoff）。 

权衡是决策行为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影响权衡困难的因素

很多，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认知性因素和情绪性因素。影响权衡困难的认知性因素

包括任务的复杂性、决策任务中涉及到的信息数量、时间限制、信息的表征方式、一个可选

项与其他选项的相似性等[1]。Payne等在对影响权衡困难的认知性因素进行详细总结的基础

上，指出情绪性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衡困难，但该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却未被重视[2]。 

目前，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已得到较多研究者的关注[3, 4]，情绪性权衡困难（emotional 

tradeoff difficulties）也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情绪性权衡困难是指决策者对与价值目标

（valued goal）相关的特性（如生命、健康、环保、时间等）进行权衡时，会产生一定程度

的负性情绪，从而在情感上难以对不同的特性进行权衡。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体验到的负性

情绪主要是由当前决策任务激发的时间较短的情绪状态，它们已成为测量情绪性权衡困难的

重要指标。 

虽然与当前决策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ambient moods）也会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5~7]，

但其作用不同于那些与决策任务相关的情绪（task-related emotions）的作用。与决策任务相

关的情绪可进一步分为两种：⑴预支情绪（anticipatory emotions），它是一种由决策情景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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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即时情绪反应，如焦虑、恐惧等；⑵预期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s），它不是即时的情

绪反应，而是一种由决策者预期的、伴随某种决策结果在未来将要发生的情绪反应，如后悔、

失望等[3]。权衡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属于第一种。 

权衡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与决策行为交互影响[3]。由此，情绪性权衡困难的研究也可

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把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体验的负性情绪作为因变量，旨在说明权

衡过程中影响负性情绪的因素；另一部分研究把权衡困难所导致的负性情绪作为自变量，旨

在说明负性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下面分别介绍这两部分研究，说明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理

论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权衡过程中产生负性情绪的因素 
如前所述，一部分有关情绪性权衡困难的研究把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体验的负性情绪作

为因变量，主要考察权衡过程中影响负性情绪的因素。这部分研究主要基于 Lazarus 提出的

情绪激活模型（Model of Emotion Elicitation）[8]，操纵权衡过程中产生的负性情绪，并采用

Watson等制定的五点量表[9]或基于该量表修订后的量表对负性情绪进行测量。 

2.1 Lazarus 的情绪激活模型 

Lazarus 认为，情绪源于一系列的认知评价，包括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8]。初级评价是

对决策情景本身的评价，包括三个成分：⑴目标相关性（goal relevance）评价，即判断决策

结果是否与某种价值目标有潜在的相关，该评价结果决定了能否激活某种情绪；⑵目标趋向

(goal congruence)评价，即判断该决策涉及的结果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该评价结果决定了

激活的情绪的极性：积极的或者消极的；⑶目标内容（goal content）评价，即判断在决策中

受到威胁的具体目标，该评价结果决定了情绪的具体性质（例如，焦虑或者恐惧）。次级评

价是对处理前景的预期，例如，判断自己是否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改善当前的决策情景。次

级评价的引入反映了 Lazarus 将情绪和处理（coping）看作一个双向的动力过程。Lazarus 指

出，对决策情景的初级评价和对处理的次级评价是激活情绪的基本成分。 

2.2 控制权衡过程中负性情绪的实验方法 

基于情绪激活模型的初级评价假设，研究者往往通过设置特性及特性间的冲突来控制权

衡过程中激活的负性情绪，而在设置特性时主要考虑特性的重要性和损失厌恶水平（loss 

aversion）。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重要性和损失厌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质量和价格两

个特性，其重要性的测量结果基本相同，但质量的损失厌恶水平却明显更高。以往研究通常

选用重要性相同，但损失厌恶水平不同的特性。

特性的损失厌恶水平影响情绪性权衡困难。一般而言，在高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

特性的损失厌恶值较高；而在低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特性的损失厌恶水平相对较低[10]。

例如，购买汽车时，决策者在安全性和环保两个特性间作权衡可能就很困难，因为任何一种

特性的损失都会激活更强的负性情绪，难以取舍；相比而言，决策者在汽车的音响系统和动

力处理两个特性间作权衡就更为容易。 

特性值间的冲突是产生情绪性权衡困难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很显然，如果有主导选项存

在，那么决策者就不必进行特性间的权衡。特性间冲突的操作性定义采用的是各选项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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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间的相关系数。在正相关条件下，特性间冲突较小，权衡困难程度较低；在负相关条件下，

特性间冲突较大，权衡困难程度较高[10]。 

研究者也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操纵权衡过程中的负性情绪。例如，Luce 等通过对负

性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和对这种结果描述的详细程度来操纵权衡过程中的负性情绪[11]。 

根据情绪激活模型的次级评价假设，对处理的预期也可以影响负性情绪。例如，如果可

以避免选择或者把选择的责任转移给别人，则能够降低情绪性权衡困难程度。研究表明，如

果在实验中提供了避免选项，的确可以降低被试的负性情绪[9]。 

2.3 重要性和损失厌恶的测量方法 

重要性和损失厌恶水平各有三种测量方法[10]。在测量时，首先给被试提供决策对象的

一组特性，例如，电脑的辐射强度、稳定性、售后服务、硬盘大小、显示质量、散热度、内

存大小等。 

测量重要性的三种方法分别是：⑴要求被试回答诸如“如果将一台电脑的稳定性从平均

水平提高 20%，你愿意付出_____人民币作为回报？”这类问题，可分别测量稳定性等各个

特性的重要性。⑵要求被试完成诸如“设想你有一台在所有特性上都是最差的电脑，如果你

有机会将其中一个特性由最差提高到最好，那么把你首先要改变的这个特性的重要性定义为

100，然后根据这一特性对其他特性的重要性进行赋值。”这类赋值任务，可同时测量所有特

性的重要性。⑶要求被试回答诸如“这里有关于电脑的几个特性，将你在买电脑时最看重的

特性赋值为 100，然后与这一特性相比对其他特性的重要程度进行赋值。”这类赋值任务，

可同时测量所有特性的重要性。 

测量厌恶损失的三种方法分别是：⑴要求被试回答诸如“假如你拥有一台电脑，在所有

特性上都是平均水平，如果将稳定性从平均水平降低 20%，你愿意要求_____人民币作为补

偿？”这类问题，可分别测量被试对稳定性等各个特性的损失厌恶水平。⑵要求被试完成诸

如“假如你拥有一台电脑，在所有特性上都是最好的，如果将各个特性值降到最差，把最不

情愿降低的特性的不情愿程度定义为 100，根据这一特性对其他特性的不情愿降低的程度赋

值。”这类赋值任务，可同时测量被试对所有特性的损失厌恶水平。⑶要求被试回答诸如“电

脑 A 和电脑 B 在其他特性上相同，但电脑 A：稳定性具有中等水平，电脑 B：50%的可能

稳定性增加 20%，50%的可能稳定性降低_____%时，你觉得电脑 A 和电脑 B 对你的吸引力

是相同的吗？”这类问题，可分别测量被试对稳定性等各个特性的损失厌恶水平。 

2.4 负性情绪的测量技术 

测量权衡过程中的负性情绪一般运用的是 Watson等[9]制定的五点量表，或基于该量表

修订后的量表。量表中包括描述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两类形容词，前者如“高兴的”、“有

希望的”等，而后者如“焦虑的”、“悲伤的”、“不舒服的”等。研究者计算所有负性情

绪形容词的测量值的平均数，以表示负性情绪高低[10, 11]；而正性情绪形容词只是为了向被

试掩饰实验的真正目的，研究者对其结果并不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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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负性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 
另一部分有关情绪性权衡困难的研究把权衡困难所导致的负性情绪作为自变量，试图说

明负性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此时，研究者主要关注情绪性权衡困难下的决策过程和决策

结果两个方面，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负性情绪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3.1 负性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3.1.1 决策过程的三要素 

在分析决策过程时，研究者主要考察三个指标，即加工深度（processing extent）、加工

均衡性（processing consistency）及加工模式（processing pattern）[11]。加工深度指信息被加

工的程度。加工均衡性指认知资源在各个选项和特性上的分配的均衡程度。加工模式指信息

的加工方式是基于选项的转换（ alternative-based transitions ）还是基于特性的转换

（attribute-based transitions），前者是指随后获取的信息与前一次的信息属于同一个选项但分

别属于不同特性，后者是指随后获取的信息与前一次的信息属于同一个特性但分别属于不同

选项。 

3.1.2 决策过程的理论模型 

    为解释负性情绪对决策过程的影响，研究者一般采用 Susan和 Lazarus 提出的应对行为

模型（Coping Behavior Framework）[12]，或者采用基于努力-准确性模型（Effort-Accuracy 

Framework）[2]提出的负性情绪下的决策过程假设。 

Susan和 Lazarus 的应对行为模型（Coping Behavior Framework）[12]被用来说明情绪性

权衡困难条件下的决策行为。该模型认为，激活的情绪会导致一系列的应对行为。这些应对

行为可分为两类：⑴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problem-focused coping），旨在解决导致负性情

绪的问题，以增加决策的准确性；⑵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emotion-focused coping），旨在

降低负性情绪，而不是改变外部环境。后者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①逃避，即将自己与有压

力的情景隔离；②改变情景的意义，即将个人的失败重新评价为他人的责任[12]。对于大多

数的负性情绪情景，基于问题和基于情绪的应对行为会同时产生[13]。 

理解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的另一条途径，是将负性情绪作为 Payne 等的努

力-准确性模型（Effort-Accuracy Framework）[2]中的一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努力-准确性模

型认为，人的决策过程是一个根据决策情景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认知系统所能提供的认知资源

对各种策略进行选择的过程[2]。例如，在有额外的认知任务时，个体倾向于选择对认知资源

要求较低，但不能保证准确性的启发式策略，此时策略选择主要依据的是认知努力最小化

（effort minimization）标准；而在准确性要求高的条件下，个体倾向于选择对认知资源要求

较高、准确性也同样较高的标准理性模型，此时策略选择主要依据的是准确性最大化

（accuracy maximization）标准[14]。努力-准确性模型提出的这两个重要的策略选择标准经常

会互相冲突，因此，人的决策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在这两个标准权衡基础上的策略选择过程[2]。 

基于前人的研究，Luce 等人总结，加工策略与决策过程存在着稳定的联系[11]。例如，

维度加权策略（weighted additive strategy）通常与基于选项的、均衡的、深入的加工过程相

联系。在这种加工策略的引导下，个体通常会选择预期效用最大化的选项。这是一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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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策略，通常也被视为决策准确性的标准，其准确性较高，但需要较多的认知资源参与[11]。

启发式策略（heuristic strategy）通常与基于特性的、选择性的、不完全的加工过程相联系，

只需要较少的认知资源，但其准确性受到质疑[11]。 

负性情绪作为努力-准确性模型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可以通过改变决策者对准确性的要

求或所拥有的认知资源来影响加工策略的选择。以往研究者在负性情绪影响机制上存在着两

种不同观点，由此对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的决策行为也有两种相反的假设：一种观点认为，

负性情绪暗示着目前的环境存在着问题需要改变，因此可以激励个体更好地完成任务，提高

了对决策准确性的重视程度，使得个体倾向于使用分析性的加工策略[8]，这反映在加工过程

上就是进行更深入、更均衡、更多地基于选项的加工；另一种观点认为，负性情绪能分散人

们的注意力，减少了运用于决策任务中的认知资源[15]，而随着可利用认知资源的减少人们

会更倾向于运用启发式策略，因此负性情绪会导致更浅层的、更有选择性的、更多地基于特

性的加工过程。 

3.1.3 决策过程的测量技术 

研究者主要采用 Payne 等的鼠标软件系统（Mouselab Software System）[2]收集决策过程

中的原始数据。该系统具有以下特点：将选项信息以矩阵的形式呈现给被试，用行来定义选

项，用列来定义特性；所有选项的信息都被隐藏在关闭的盒子里面，只有当被试将鼠标放在

相关的盒子上时，信息才会呈现出来；被试一次只能打开一个盒子，当把鼠标移走时，盒子

就会关闭。该系统能够记录每个盒子被打开的次数、时间、信息的获得顺序、被选择的项目

等[2]。这一技术在决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分析决策过程时，加工深度一般通过被试在选择过程中打开盒子的总数和总的时间来

表示，而加工的均衡性则用被试在各个选项和特性上所用的时间和打开的次数是否一致或均

衡来表示。在一次选择任务中，基于选项的转换或基于特性的转换这两种加工模式通常会同

时存在，而且还会出现其他一些不规则的转换方式，但研究者一般不对后者进行分析。研究

者通过一个公式来衡量这两种加工模式的相对程度，即用基于选项转换的数量减去基于特性

转换的数量作为分子，而用二者的和作为分母，因此，其值在-1 和+1 之间变化，数值越大

表明该过程更多地进行了基于选项的加工[11]。 

通过上述数据获得技术和分析方法，研究者就可以对决策过程进行全面的描述和量化的

分析，研究情绪性权衡困难下的决策行为。 

3.1.4 决策过程的实验研究 

目前的实验证据支持 Susan和 Lazarus 的应对行为模型（Coping Behavior Framework）。 

Luce 等发现，随着情绪性权衡困难程度的增加，个体会更多地进行基于特性的加工，

但同时也伴随着加工时间和获取信息的增加[11]，而这种加工方式与基于努力-准确性模型的

上述两个假设都不相符。Luce 等进一步发现，随着情绪性权衡困难程度的增加，个体会更

多地选择避免选项（它能够使决策者避免可能产生负性情绪的权衡过程），但加工时间也同

时增加了[10]。这两个研究都说明在情绪性权衡困难的条件下，降低负性情绪和提高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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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共存，支持 Susan 和 Lazarus 关于情绪性条件下两种应对行为共同作用的观点，而不

支持基于努力-准确性模型的假设。 

Bettman 指出，人的决策行为依赖于各标准间的权衡[15]。Bettman 基于许多实验证据对

努力-准确性模型进行了扩充，在 Payne 等提出的两个标准（准确性最大化和认知努力最小

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标准[16]，即负性情绪最小化（negative emotion minimization）。

Bettman认为，在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人的决策行为依据这三个标准进行。 

3.2 负性情绪对决策结果的影响 

负性情绪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决策过程上，也反映在对一些特殊选项的偏好

上，这些特殊选项能够通过避免特性间的权衡达到降低负性情绪的目的[17, 18]。Anderson总结

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产生避免行为的原因，重点强调了情绪的作用，认为情绪不只是认知过

程的副产品，而是一个独立起作用的因素[19]。 

Luce 等[10]探讨了情绪性权衡困难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实验采用了三种避免选项：维持

原选择，能够主导另一个选项的选项，延迟选择。这三个选项的共同特点是，如果被试选择

它们，就可以不必进行特性间的权衡，从而降低了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研究发现，决策过程

中产生的负性情绪与对避免选项的选择成正比，对避免选项的选择反过来又会降低事后回顾

性的负性情绪，说明了决策过程中的负性情绪是权衡困难和对避免选项选择的中介变量，而

对避免选项的选择又是权衡困难和回顾性负性情绪的中介变量。研究还发现，人们选择避免

选项的同时，反应时间也会增加，这排除了选择避免选项是为了降低认知努力程度的解释，

说明人们选择避免选项是为了降低负性情绪[9]。 

Luce 等[16]设计了两个特性（公寓的安全性和月租金）和两个选项（租金为 500 元但 25%

的可能成为罪犯的伤害对象，或租金为 1000 元但 11%的可能成为受害者）的简单选择情景，

采用匹配—选择任务。结果发现，将在匹配任务中得到匹配的两个选项呈现给被试时，被试

会更偏好于高安全性的选项；而且当租金比匹配的租金值高出很多时，被试仍偏好于安全性

高的选项。这说明人们在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会更倾向于选择词典式选项（lexicographic 

choice），也就是在某个特性上（例如，安全性）具有最佳值的选项，而忽视其他特性（例

如，价格）[16]，以达到降低负性情绪的目的。 

4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迄今为止，情绪性权衡困难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丰富了决策行为模型，在

原有的两个标准（努力最小化和准确性最大化）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标准（负性情绪最小

化），深化了对人类决策行为的理解，而且研究成果在广告和营销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但是，情绪性权衡困难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我们认为，以往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情绪的测量不够全面，也不够

具体。Hastie 指出，目前对情绪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对情绪应该从认知评价、生理反应、

主观体验这三个方面来理解[20]。而目前在情绪性权衡困难的研究中对情绪的测量还主要依

赖于五点量表的自我报告法，这只是主观体验水平上的测量。在测量时也往往使用大量描述

情绪的形容词，测量结果过于宽泛。另一方面，研究的外部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的研



第 12 卷第 6 期                                   情绪性权衡困难下的决策行为                               -807- 

 

究主要是在实验室里操纵负性情绪的水平，虽然获得了预期的加工模式，但即使是在很强的

情绪性权衡困难条件下，报告的负性情绪也总是在量表值的中点以下，难以完全模拟现实情

景中的情绪体验[3]。 

我们认为，情绪性权衡困难研究的发展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采用新的技术手

段，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在研究技术上，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从认知评价、生理反应、主观体验三个方面

对情绪进行测量，同时应注重情绪测量的具体化，也有必要将电生理学、脑成像及计算机技

术应用于情绪性权衡困难研究中。 

其次，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提高外部效度，将有关的研究推广到现实情景中。例如，

消费者在购买医药、保险等的决策中都可能出现情绪性权衡困难，产生负性情绪。研究者在

这些领域做深入细致的现场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后，情绪性权衡困难研究可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扩展：⑴注重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

Bechara 等的研究表明，前额叶受损的病人缺乏对恐惧的体验，因此不考虑决策行为的后果，

产生了与正常人不同的决策行为[21]。而目前情绪性权衡困难中的决策研究只注重了正常个

体的决策行为，而忽略了对非正常个体的研究。⑵注重影响情绪性权衡困难的认知因素研究。

情绪性权衡困难与决策任务的认知方面是相互作用的，某些认知因素（如信息呈现方式）会

对情绪性权衡困难产生影响。例如，若同时呈现各选项，可能会增加对情绪性决策冲突的感

知；若序列呈现选项，则可能会降低对决策冲突的感知。已有一些研究关注认知负荷条件下

情绪性权衡困难情景中的决策行为，但不同的认知负荷任务下，被试的偏好行为并不一致。

Dhar等发现，在有时间限制的条件下决策者倾向于选择在某一个特性上有最佳值的选项[22]。

而 Drolet 和 Luce 等采用了另一种认知负荷任务——额外的记忆任务时，发现个体在这种条

件下却倾向于综合考虑各个特性的值，研究者认为这种负荷任务可以通过干扰将情绪性特性

与某种价值目标（生命、环保）联系起来的认知过程，降低了权衡过程中体验到的负性情绪，

从而使决策者作出了更为理性的选择行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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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Behavior in Emotional Tradeoff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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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eoff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decision behavior. Emotional tradeoff difficulties refer that 

decision makers usually feel it difficult to tradeoff alternatives because of negative emotions experienced when 

they have to tradeoff valued goals. Goals of effort minimization, negative emotions minimization and accuracy 

maximization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behavior altogether, and make it different from lower emotional decis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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